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双月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总第 ２４３ 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 ０７ １３；修回日期：２０２３ ０９ ０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数字技术驱动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２３ＹＪＣ７９０１６３）；安徽

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重点项目“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人才引进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２０２３ＡＨ０５１６４３）；安徽省教

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重点项目“基于长三角一体化视角的数字经济衍生性 ＦＤＩ 流入效应研究” （２０２２ＡＨ０５００３７）；安徽省社会科学

创新发展研究项目“淮河流域安徽段‘双循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２０２１ＣＸ５１３）
作者简介：徐培（１９９０—　 ），女，安徽铜陵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铜陵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人才政策、

国际贸易；金泽虎（１９６５—　 ），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孔丹丹

（１９８２—　 ），女，安徽颍上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亳州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人才政策与出口企业创新

徐　 培１，２，金泽虎１，孔丹丹１，３

（１．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２． 铜陵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安徽 铜陵 ２４４０６１；
３． 亳州学院 经济与管理系，安徽 亳州 ２３６８００）

摘要：以沪深非金融类 Ａ 股上市出口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创新投入、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三个维度，
研究人才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抑制出口企业创新

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显著抑制出口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 （２）人才政策

显著弱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数量带来的负向影响。 （３）进一步分析发现，
人才政策与出口企业创新投入及创新数量呈倒“Ｕ”型关系；高力度下人才政策的调节效果最优，人才

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显著的联动作用。 研究结论可为落实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科

学依据和政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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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是影响出口企业创新与竞争优势的

重要影响因素［１］。 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改革、
全球数字经贸治理规则变革、“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制约着区域性伙

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弯道超越” ［２］。 中国若长期进行国际代工，难以培育自主品牌和取得高附加

值，容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遭遇某些国家的抵制［３］。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利用本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创新要素，发展本国的创新经

济，塑造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４］。 面对贸易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判别，提前做好风险防范

和应对［５］，有助于在“六稳”政策与贸易风险治理之间取得精准平衡，实现进出口保稳提质的任务目

标，确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平稳转型。
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

动的战略资源［６］，人才政策为深入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７］。 《国
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提出中国人才发展指导方针，期望夯实创新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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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基础，构建由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组成的科研创新团队［８］，突破科学研究短

板、聚焦技术研发瓶颈，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９］。 基于此，面临国外经

济不确定性的发展态势和“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转变，中国出口企业能否勇敢迈出“走出

去”的步伐，驱动全球价值链重构？ “内忧外患”下人才政策能否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带来的负向冲

击，成为助力出口企业创新的有效途径？
二、 文献回顾与机制分析

（一） 文献回顾

出口企业创新是企业为了获取国际竞争优势，在加大投入研发资金、提升人力资本后，通过采用

新方法、运用新设备、发明新材料等方式，将新产品规模生产并投放市场，获得超额利润、抢占市场份

额的行为［１０］。 基于已有文献，刘春林和田玲［６］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人才政策支持有助于促进企业实

质性创新。 卢洪友等［８］基于“人才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发现实施人才政策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
孙鲲鹏等［９］认为，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研发效率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盛明泉等［１１］

则指出，人才政策支持有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佟家栋和张俊

美［４］提出，高层次人力资本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引进外部技术和促进专利产出，从而提高出口企业的

新产品产量和质量。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多集中于制造业企业［１２］、高技术产业

企业［１３］，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较少。 佟家栋和李胜旗［１４］ 研究发现，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对出口企业产品创新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直到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降低才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 张文宇和雷琳［１０］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

加造成市场要素错配，继而对出口企业创新投入产生负向影响。 司登奎等［１５］通过构建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复合指数，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不利于企业创新。
（二） 机制分析

出口企业作为贸易经济主体与贸易产品的重要载体，其战略性决策受贸易政策的影响逐渐凸

显。 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会改变企业预期判断，加剧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性，容易诱使管理层的

短视行为［１６］ 。 一方面，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出口企业面临需求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压力，削
减研发投入是获得生存空间及赢得喘息机会的重要途径，研发投入的减少导致企业的创新产出受

到负向影响，直到贸易政策发生变革或者参加区域贸易协定使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才会再次

增加创新投入［１７］ 。 若出口企业倾向于在国内市场发展，退出激烈的国际竞争反而引发企业创新的

“惰性” ［４］ ，最终市场结构陷入存量竞争的局面［１８］ ，对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出口企业利润和融资约束。 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上升

无疑会进一步冲击企业利润，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意承担风险，降低信贷可得性，进而影响企

业资源分配和融资结构，强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带来的负向冲击［１９］ 。 因此，本
文提出研究假说 １。

假说 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持续上升会抑制出口企业创新行为。
人才政策通过政府直接给予各类补贴，为出口企业提供高层次人力资本保障。 同时，人才政策影

响出口企业研发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６］。 人才政策能吸引知识储备丰富、技术和科研创新能力高

的人才聚集，政府应加大地区人才供给，避免企业付出高昂的信息成本和甄别测评成本［８］。 企业通过

对接政府资源，降低企业对人才的薪酬成本和安置成本，弥补研发活动的市场失灵和投资不足［９］。 从

边际收益的角度来看，在人才政策引导下，创新要素打破原有的分布格局，实现跨区域流动，形成创新

要素集聚，促进企业知识网密度增加，有效提高企业创新效率［１１］，帮助出口企业开拓新市场，提高边

际收益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此外，多数中小型出口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小、创新能力弱，不愿意从事原

始创新活动，通过外部技术购进以及中间品进口两种形式引入先进技术，此时需要高层次人力资本进

行学习吸收和知识转化，通过快速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工艺改进使得出口企业实现边际收益的递

增［４］。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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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２：人才政策能够促进出口企业创新。
企业享受政府在人才方面提供的货币补贴、税收减免、土地出让配额等优惠政策，有助于削弱贸

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提高出口企业研发新产品和改进旧产品质量的积极性，
进而率先抢占市场份额、巩固出口企业竞争优势［１５］。 受到人才政策支持的企业还可以提升企业商业

信用，向外界传递企业人才资源丰富和创新能力出众的信号，缓解金融机构或其他参与伙伴对企业不

能按时足额偿还负债的担忧，帮助企业拓展下一轮融资渠道，“外源融资”下促进出口企业创新［１８］。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３。

假说 ３：人才政策能够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造成的负向影响。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考虑到出口企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的响应存在滞后性，引入 Ｌ． ＴＰＵｉｔ，全面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对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１］，构建计量方程如下：
Ｉｎｎｏｃｊ

ｉｔ ＝ α０ ＋ α１ＴＰＵｉｔ ＋ α２Ｌ． ＴＰＵｉｔ ＋ α３Ｘｃｊ
ｉｔ ＋ λ ｊ ＋ λｃ ＋ λ ｔ ＋ λ ｉ ＋ εｃｊ

ｉｔ （１）
为检验人才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人才政策与出口企业创新的调节

效应，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Ｉｎｎｏｃｊ

ｉｔ ＝ γ０ ＋ γ１Ｔａｌｅｉｔ ＋ γ２ＴＰＵｉｔ ＋ γ３Ｔａｌｅｉｔ × ＴＰＵｉｔ ＋ γ４Ｌ． Ｔａｌｅｉｔ ＋ γ５Ｌ． ＴＰＵｉｔ ＋ γ６Ｌ． Ｔａｌｅｉｔ
× Ｌ． ＴＰＵｉｔ ＋ γ７Ｘｃｊ

ｉｔ ＋ λ ｊ ＋ λｃ ＋ λ ｔ ＋ λ ｉ ＋ εｃｊ
ｉｔ （２）

其中，Ｉｎｎｏｃｊ
ｉｔ 是被解释变量， 表示 ｉ 出口企业 ｔ 年 ｊ 行业 ｃ 地区的创新行为， 包括创新投入

（ Ｉｎｎｏ⁃Ｒ＆Ｄ）、创新数量（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和创新质量（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ＴＰＵｉｔ、Ｔａｌｅｉｔ 分别是解释变量和调节变

量，表示 ｉ出口企业 ｔ年所处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以及 ｉ出口企业 ｔ年受到人才政策支持的程度。考
虑到出口企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和人才政策的响应存在滞后性，引入 Ｌ． ＴＰＵｉｔ 和 Ｌ． Ｔａｌｅｉｔ，分别是

ＴＰＵｉｔ 和 Ｔａｌｅｉｔ 的滞后 １ 期。Ｘｃｊ
ｉｔ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λ ｊ、λｃ、λ ｔ、λ ｉ 为行业、地区、年份、企业层面的固定效

应，εｃｊ
ｉｔ 为随机项。
（二） 变量说明和数据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出口企业的创新（ Ｉｎｎｏ）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历了清晰的时间次序和周期，以研发投入为创新起

点，创新的每个阶段都涉及专利的申请与授权，随后逐渐步入规模化、商品化和产业化阶段。顾夏铭

等［２０］ 认为，当企业市场需求不明朗时，产品创新会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出口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的目

的是实现出口产品的创新。创新投入（ Ｉｎｎｏ⁃Ｒ＆Ｄ） 是指出口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所投入的资金，用研发

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来衡量［２１］。创新数量（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选取专利数据库中专利申请量来衡量［２２］，
其中包含企业和个人所有专利信息，中间没有空缺年份。当企业专利能够应用于新产品规模化生产，
说明出口企业的创新是高质量创新，而非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支撑和信任的策略性创新［６］。引入创新质

量（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参考佟家栋和张俊美［４］ 的研究，用出口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来衡量，按照公式（３） 进行

标准化，其中 ｎｐ 为企业的新产品产值取对数后加 １ 的数值。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 ［ｎｐ － ｍｉｎ（ｎｐ）］ ／ ［ｍａｘ（ｎｐ） － ｍｉｎ（ｎｐ）］ （３）
２． 解释变量

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ＴＰＵ）运用较为广泛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参考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ãｏ［２３］ 的研

究，假设关税变动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唯一潜在根源，通过测算实际关税与最高关税的差值来衡量

ＴＰＵ；二是参照 Ｌｉｕ ａｎｄ Ｍａ［２４］的研究，采用国内 １１４ 家报纸和新闻媒体发布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

数，该指数综合表征发生不利于企业发展的贸易政策的概率，数值越大，代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
原始不确定性指数为月度数据，借鉴张文宇和雷琳［１０］ 的方法，将原始数据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样本期间每

年取 １２ 个月的算术平均值转化为年度指标，并除以 １００ 作为测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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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调节变量

人才政策（Ｔａｌｅ）是指出口企业中高层次人员受到政府人才政策资助的数量［６］。 本文以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１）筛选出出口企业样本。 在企业“营
业收入”中“分部项目”中若涵盖“国外”“外贸”“出口”等字段，则判定企业存在出口行为［１０］。 剔除员

工基数低于 １０ 的企业，剔除金融与保险类行业，剔除 ＳＴ、ＳＴ∗、ＰＴ 企业，剔除股东账面价值在 ０ 以下以

及关键变量严重缺失的企业。 （２）匹配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整理出政府补助明细项目及其本期金额数。
（３）借鉴葛新宇等［５］、Ｌｉｕ ａｎｄ Ｍａ［２４］的研究，在政府补助明细中包括项目名称、说明和备注，运用关键

词查找筛选出受人才政策补助的企业。 将人才政策分为两类：一是受一般人才政策补助的资金数量，
关键词包括人才、引进、硕士、技能、配租配售、房票、人才住房券、安家费、现金奖励、减免个人所得税

等［６］；二是高水平人才政策，关键词包括落户、聘请、院士、博士、海外、专家、优青、杰青、高级、教授、团
队、计划等［１１］。 通过人工比对，确认所选企业政府补助属于人才政策支持范围，将每一年资金数量汇

总求和再加 １ 取对数，表示出口企业当年所受到人才政策的支持，生成人才政策变量（Ｔａｌｅ），若出口

企业没有受到人才政策资助，人才政策变量为 ０。
４． 控制变量

参照关于出口企业创新的研究［３，１０，１４］，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与区域宏观层面考虑，将影响出口企

业创新的相关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ａｇｅ）、企业规模（ ｓｉｚ）、出口密集度（ｅｘｐ）、资产收益

率（ ｒｏａ）、人力资本水平（ｈｕｍ）、经济增长率（ＧＤＰ）、产业结构（ ｒｉｓ）。企业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Ｗｉｎｄ 数据库，区域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变量的解释说明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变量的解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符号 测度方式

被解释变量

出口企业创新投入 Ｉｎｎｏ⁃Ｒ＆Ｄ 研发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比值

出口企业创新数量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出口企业专利申请数加 １ 取对数

出口企业创新质量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出口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标准化

解释变量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ＴＰＵ 月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平均数

调节变量 人才政策 Ｔａｌｅ 企业受到人才政策资助数量加 １ 取对数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ａｇｅ 年份与开工时间之差加 １ 取对数

企业规模 ｓｉｚ 从业人数取对数

出口密集度 ｅｘｐ 出口额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

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企业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

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 教育年限法测算地区人力资本存量

经济增长率 ＧＤＰ 本年度 ＧＤＰ 同比上一期 ＧＤＰ 比值

产业结构 ｒｉｓ 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

　 　 ５． 数据选取

本文的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专利数据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自 ＷＩＴＳ 数据库，企业数据、人
才政策支持数据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从 Ｗｉｎｄ 数据库补充。 剔除关键变量严重缺失

的企业，对企业层面的连续数据进行前后 １％ 的缩尾处理。 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数据是从

２００７ 年起要求披露，本文以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沪深 Ａ 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 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

匹配处理：（１）考虑测度出口新产品产值的需要，根据企业名称、年份和进出口商品编号，将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 （２）将企业名称与专利数据、人才政策数据

进行匹配，进一步基于电话号码后 ７ 位和所在地邮政编码进行匹配。
四、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展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ＴＰＵ） 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滞后项（Ｌ． ＴＰＵ） 对出口企业创新投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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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培，金泽虎，孔丹丹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人才政策与出口企业创新

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基准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ＴＰＵ 对创新投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ＴＰＵ 对创新

数量、创新质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引入 ＴＰＵ滞后一期，可看出贸易不确定性上升对创新投入、创新数

量、创新质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创新行为对贸易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反

应延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 ＴＰＵ持续上升，中国出口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呈现下

降态势，显著抑制出口企业创新，假说 １ 成立。

表 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Ｉｎｎｏ⁃Ｒ＆Ｄ
（２）

Ｉｎｎｏ⁃Ｒ＆Ｄ
（３）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４）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５）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６）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ＴＰＵ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Ｌ． ＴＰＵ － ０． ２４１∗∗∗

（０． ０６７）
－ ０． ２０９∗∗∗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１）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４５３ ０． ５３６ ０． ４２１ ０． ４３９ ０． ２０６ ０． ３２７
观测值 ２６ ９０５ ２６ ９０５ ２６ ９０５ ２６ ９０５ １９ ８６０ １９ ８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 调节效应

引入调节变量 Ｔａｌｅ和 Ｌ． Ｔａｌｅ，进一步探讨 ＴＰＵ持续上升、人才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是否存在调节

效应。如表 ３ 所示，结果表明，人才政策（Ｔａｌｅ）、人才政策滞后项（Ｌ． Ｔａｌｅ） 对创新投入、创新数量和创

新质量有正向或显著正向影响。从交乘项可以看出，ＴＰＵ × Ｔａｌｅ和 Ｌ．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对创新投入和创新

数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与 Ｌ． ＴＰＵ系数方向相反，说明人才政策缓解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创

新投入和创新数量的负向冲击。第（５） 列和第（６） 列的结果显示，ＴＰＵ × Ｔａｌｅ 和 Ｌ．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 对新

产品产值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由于企业在吸引人才时没有考虑人才与新产品研发技术的适配性，或是

人才投入研发至新产品投放市场存在较长的滞后期，还需进一步研究。综上表明，人才政策对出口企

业创新发挥了部分调节作用，显著弱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数量的负面冲击。

表 ３　 人才政策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Ｉｎｎｏ⁃Ｒ＆Ｄ
（２）

Ｉｎｎｏ⁃Ｒ＆Ｄ
（３）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４）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５）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６）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Ｔａｌｅ ０． ３９４∗∗

（０． １７３）
０． ３５６∗∗

（０． １４７）
０． ５５７∗∗∗

（０． １４３）
０． ４６１∗∗

（０． ２３２）
０． ２２６∗

（０． １３４）
０． １９５∗

（０． １１２）

Ｌ． Ｔａｌｅ ０． ６２３∗∗∗

（０． １２４）
０． ５０４∗∗∗

（０． ０６８）
０． ８９１∗∗∗

（０． ２０９）
０． ６３９∗∗∗

（０． １３７）
０． ３１０∗∗

（０． １４６）
０． ２６３∗∗

（０． １１８）

Ｌ． ＴＰＵ － ０． ３３１∗∗∗

（０． ０７３）
－ ０． ２６９∗∗∗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７）

ＴＰＵ × Ｔａｌｅ ０． １０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４５）
０． １４７∗∗

（０． ０５９）
０． １１３∗∗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Ｌ．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 ０． ２５３∗∗∗

（０． ０８４）
０． １８３∗∗∗

（０． ０５１）
０． ２７４∗∗∗

（０． ０５５）
０． ２２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７）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３３７ ０． ４１８ ０． ４０９ ０． ４５２ ０． ２７４ ０． ３３２

观测值 ２６ ９０５ ２６ ９０５ ２６ ９０５ ２６ ９０５ １９ ８６０ １９ ８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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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异质性分析

１． 区分目的地国家

考虑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到不同目的地企业的影响有所差异，参考曲丽娜和刘钧霆［２５］ 的

研究，按照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水平的划分，将目的地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两大

类，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相比于出口目的地为高收入国家，随着 ＴＰＵ 持续上升，人才政策对出口到

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中低收入国家对中国出口产

品需求量大，很难在本国市场找到可替代产品，对中国出口产品具有更强的依赖性；此外，“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良好的贸易秩序推动多边贸易长期、良性发展［２１］。

表 ４　 出口目的地国家异质性结果

变量
高收入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１）
Ｉｎｎｏ⁃Ｒ＆Ｄ

（２）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３）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４）
Ｉｎｎｏ⁃Ｒ＆Ｄ

（５）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６）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Ｌ． ＴＰＵ － ０． ３３１∗∗∗

（０． ０７１）
－ ０． １４５∗∗∗

（０． ０４４）
－ ０． ２９３∗∗∗

（０． ０９０）
－ ０． ２４６∗∗

（０． ０９７）
－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２）
－ ０． １９３∗∗

（０． ０９４）

Ｔａｌｅ ０． １９３∗

（０． １０９）
０． １０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９７

（０． １４２）
０． ３７２∗∗

（０． １７２）
０． ４９６∗∗

（０． ２３２）
０． １０５

（０． １２９）

Ｌ． Ｔａｌｅ ０． ３０２∗∗

（０． １３８）
０． ２８３∗∗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６∗

（０． ０６２）
０． ６２５∗∗∗

（０． １６２）
０． ７０２∗∗∗

（０． ２６３）
０． ２９１∗∗

（０． １２１）

ＴＰＵ × Ｔａｌｅ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Ｌ．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３０２ ０． ４１７ ０． ２９４ ０． ３３５ ０． ３９２ ０． ２５３
观测值 １９ ６４０ １９ ６４０ １４ ４９０ ７ ２６５ ７ ２６５ ５ ３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２． 区分企业规模

表 ５ 展示企业规模的异质性结果。 参考刘春林和田玲［６］的研究，按照公司规模的均值，将样本中

超过均值的企业定义为大企业，其他为中小企业。 结果表明，ＴＰＵ 持续上升显著抑制中小型出口企业

的创新投入、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人才政策显著激励中小企业的创新行为，对大企业创新行为的激

励作用并不显著。 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着“规模歧视”和“风险厌恶”的现象［６］，人才政策的支持使政

府代替中小企业在市场上寻求创新资源，吸引高水平人才集聚并积极高效地应用于企业创新发展［９］。
表 ５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结果

变量
大企业规模 中小企业规模

（１）
Ｉｎｎｏ⁃Ｒ＆Ｄ

（２）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３）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４）
Ｉｎｎｏ⁃Ｒ＆Ｄ

（５）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６）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Ｌ． ＴＰＵ － ０． １０４
（０． １２５）

－ ０． １７９
（０． ５７４）

－ ０． ３９３∗∗

（０． １９３）
－ ０． ４１６∗∗∗

（０． １６０）
－ ０． ３２９∗∗∗

（０． １１７）
－ ０． ４０６∗∗∗

（０． １０８）

Ｔａｌｅ ０． ０３７
（０． １６６）

０． ２３９∗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２８４∗∗

（０． １４１）
０． ３４１∗∗∗

（０． １２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８５）

Ｌ． Ｔａｌｅ ０． ２１２∗

（０． １０９）
０． ３０７∗∗

（０． １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０． ４２５∗∗∗

（０． ０６３）
０． ４０２∗∗∗

（０． １０５）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５）

ＴＰＵ × Ｔａｌｅ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３）

Ｌ．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３９５ ０． ５９３ ０． ３７１ ０． ４９２ ０． ６６３ ０． ４４１
观测值 １１ ６４１ １１ ６４１ ８ ５９３ １５ ３０９ １５ ３０９ １１ ２６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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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区分企业产权性质

表 ６ 展示了国有出口企业和非国有出口企业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相比国有出口企业，人才政策

对非国有出口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更大。 创新是非国有企业获得并保持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方

式，人才政策加持下弱化了 ＴＰＵ 上升对企业创新所带来的负向作用。 人才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的调

节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由于 ＴＰＵ 持续上升时市场风险和融资风险对国有企业的威胁较小，国有企业还

受惠于其他类型政策的支持，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人才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调节作用并不

理想［６］。

表 ６　 企业产权的异质性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１）
Ｉｎｎｏ⁃Ｒ＆Ｄ

（２）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３）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４）
Ｉｎｎｏ⁃Ｒ＆Ｄ

（５）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６）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Ｌ． ＴＰＵ － ０． １０６∗

（０． ０５５）
－ ０． ２４４∗∗

（０． １０７）
－ ０． ０８９
（０． ０９４）

－ ０． ４０８∗∗∗

（０． １３４）
－ ０． ３８９∗∗∗

（０． １４８）
－ ０． １７４∗

（０． ０９１）

Ｔａｌｅ ０． １３１∗

（０． ０７８）
０． １７４∗∗

（０． ０８０）
０． １４２∗∗

（０． ０６９）
０． ２２９∗∗∗

（０． ０８７）
０． ２８８∗∗∗

（０． ０７８）
０． １２７∗

（０． ０６５）

Ｌ． Ｔａｌｅ ０． １６３∗

（０． ０８６）
０． ２０６∗∗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７）
０． ３５８∗∗∗

（０． １１７）
０． ４４７∗∗∗

（０． １２２）
０． １８４∗

（０． １０３）

ＴＰＵ × Ｔａｌｅ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Ｌ．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０． １１４∗∗∗

（０． ０２８）
０． １２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３１７ ０． ２９６ ０． ３０５ ０． ２８４ ０． ２９３ ０． ２７６
观测值 ７ １７０ ７ １７０ ５ ２８６ １９ ７３５ １９ ７３５ １４ ５７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四）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由于出口企业创新属于微观变量，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借鉴谢杰等［１］ 的研究方法，对解释变

量、调节变量及交互项都进行了滞后一期的处理，最大可能地避免反向因果关系。 在实证分析中，控
制行业、地区、年份、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此

外，通过替换出口企业创新指标、重新测量 ＴＰＵ 指数、排除少数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三方面进行稳健

性检验。 创新投入替换为出口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加 １ 取对数，创新数量替换为企业发明专利申请

数加 １ 取对数。 借鉴杨文豪等［１９］的方法，通过反倾销强度重新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中国贸易救

济信息网整理反倾销案件，计算企业所处各个行业遭受反倾销强度，使用遭受反倾销产品的出口额占

整个行业出口额比例表征。 参考佟家栋和张俊美［４］ 的方法，删掉 Ｔａｌｅ 排名前 １０％ 的企业样本，排除

少数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干扰。 从表 ７ 可以发现，在替换出口企业创新变量、重新测量 ＴＰＵ 指数和

排除少数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后，人才政策显著缓解了 ＴＰＵ 对出口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数量的负向

冲击，稳定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 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出口企业创新指标 重新测量 ＴＰＵ 排除少数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

（１）
Ｉｎｎｏ⁃Ｒ＆Ｄ

（２）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３）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４）
Ｉｎｎｏ⁃Ｒ＆Ｄ

（５）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６）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７）
Ｉｎｎｏ⁃Ｒ＆Ｄ

（８）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９）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ＴＰＵ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５）

Ｔａｌｅ ０． ２３７∗∗

（０． １１２）
０． １９２∗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５

（０． １８９）
０． ３６０∗∗

（０． １７５）
０． ２０１∗

（０． １１６）
０． ０６１

（１． ８３３）
０． ３７２∗∗

（０． １６１）
０． ４７０∗∗∗

（０． １４２）
０． ２３３∗∗

（０．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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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续）

变量

替换出口企业创新指标 重新测量 ＴＰＵ 排除少数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

（１）
Ｉｎｎｏ⁃Ｒ＆Ｄ

（２）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３）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４）
Ｉｎｎｏ⁃Ｒ＆Ｄ

（５）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６）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７）
Ｉｎｎｏ⁃Ｒ＆Ｄ

（８）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９）
Ｉｎｎｏ⁃ｑｕａｌ

Ｌ． Ｔａｌｅ ０． ４４１∗∗

（０． １８６）
０． ３３８∗∗

（０． １３３）
０． １７５∗

（０． ０９０）
０． ５２１∗∗∗

（０． １１４）
０． ４６９∗∗

（０． ２１０）
０． １３３∗

（０． ０７３）
０． ５２８∗∗∗

（０． １１４）
０． ６４４∗∗∗

（０． １９０）
０． ３９３∗∗∗

（０． １２４）

Ｌ． ＴＰＵ － ０． ４３４∗∗∗

（０． １０１）
－ ０． ３２０∗∗

（０． １５５）
－ ０． ３９４∗∗

（０． １７７）
－ ０． ２４１∗∗∗

（０． ０９０）
－ ０． １６３∗

（０． ０９２）
－ ０． ３０９∗∗

（０． １３６）
－ ０． ５１５∗∗∗

（０． １４６）
－ ０． ３３６∗∗

（０． １４８）
－ ０． ４９１∗∗∗

（０． ０７４）

ＴＰＵ × Ｔａｌｅ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５）

Ｔ．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８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４０３ ０． ４０１ ０． １５３ ０． ３７２ ０． ３８４ ０． ２２１ ０． ４６２ ０． ３２４ ０． ３４０
观测值 ２６ ９０５ ２６ ９０５ １９ ８６０ １８ ０４３ １８ ９６１ １０ ８２８ ２４ ０７４ ２４ ２１０ １７ ８６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人才政策力度的调节效应

由于人才政策在贸易不确定性对创新质量的影响过程中没有发挥调节效应，所以后续不再研究。
若少数企业受政府人才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对其他没有受到支持的出口企业存在挤出效应，将导致创

新资源和政策资源错配，进而不利于提升出口企业的创新效率［１０］。 进一步从人才政策力度进行量化

分析，参考林玲等［２６］的方法，将人才政策力度定义为受人才政策支持数量与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按
照人才政策力度将样本分为低、中、高三等，人才政策力度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 ８ 所示。 当人才政策

力度低时，ＴＰＵ × Ｔａｌｅ 和 Ｌ．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 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说明调节效应并不明显，难以激

励企业进行创新投入。 当人才政策力度高时，ＴＰＵ × Ｔａｌｅ 和 Ｌ．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 交乘项系数在 １％的水平

下显著，高力度下人才政策的调节作用效果显著。

表 ８　 人才政策力度的调节效应结果

变量

低力度 中力度 高力度

（１）
Ｉｎｎｏ⁃Ｒ＆Ｄ

（２）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３）
Ｉｎｎｏ⁃Ｒ＆Ｄ

（４）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５）
Ｉｎｎｏ⁃Ｒ＆Ｄ

（６）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ＴＰＵ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９）

Ｌ． ＴＰＵ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６８）
－ ０． １１５∗∗

（０． ０４８）
－ ０． ２２６∗∗∗

（０． ０６０）
－ ０． ２０３∗∗∗

（０． ０５７）
－ ０． １２０∗∗

（０． ０５７）
－ ０． １３２∗∗

（０． ０５９）

ＴＰＵ × Ｔａｌ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５）

Ｌ． ＴＰＵ × Ｌ． Ｔａｌｅ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５５３ ０． ６２１ ０． ４５３ ０． ６０４ ０． ５９４ ０． ５５２
观测值 ８ ９６８ ８ ９６８ ８ ９６９ ８ ９６９ ８ ９６８ ８ ９６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 人才政策的非线性关系

我们发现在删掉人才政策支持资金总量排名前 １０％ 的企业样本后，调节变量 Ｔａｌｅ 的系数增大

了，猜测人才政策支持的资金数量与出口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数量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２７］。 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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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猜想，有效考察人才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构建计量方程如下：
Ｉｎｎｏｃｊ

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ａｌｅｉｔ ＋ β２Ｔａｌｅｉｔ２ ＋ β３Ｘｃｊ
ｉｔ ＋ λ ｊ ＋ λｃ ＋ λ ｔ ＋ λ ｉ ＋ εｃｊ

ｉｔ （４）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９ 中第（１）列和第（２）列。 结果表明，人才政策与出口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

数量呈现倒“Ｕ”型关系。 计算出倒“Ｕ”型曲线的拐点为 １１. ５，但研究样本中 Ｔａｌｅ 的最大值约为 ６. ９８，
人才政策支持的资金数量还未超过倒“Ｕ”型曲线的拐点，表明现阶段中国应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力度，
引导创新资源合理有序向企业集聚，着力打破区域间人才流动壁垒，通过知识共享、学习效应等提升

出口企业研发创新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创新要素产出效率［２８］。
表 ９　 人才政策的非线性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动作用结果

变量

人才政策的非线性关系 “一带一路”的联动作用

（１）
Ｉｎｎｏ⁃Ｒ＆Ｄ

（２）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３）
Ｉｎｎｏ⁃Ｒ＆Ｄ

（４）
Ｉｎｎｏ⁃ｑｕａｎ

Ｔａｌｅ ０． ０６９∗∗∗

（０． ０２２）
０． １０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１９）

Ｔａｌｅ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Ｔａｌｅ × Ｂ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６∗∗

（０． ０３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ａｄｊ． Ｒ２ ０． ３０１ ０． ２５９ ０． １７４ ０． １５７
观测值 ２６ ９０５ ２６ ９０５ １１ ２３０ １１ ２３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三） “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动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减少了中国出口企业

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吸引国际人

才和整合供应链，实现出口企业的技术创

新［２９］，人才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可

能因“一带一路”倡议而不同。 为衡量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出口企业的贸易程度，统计

出口企业出口目的地是“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数量，数量越多，代表出口企业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贸易越深入［２１］。 构建人才

政策与出口产品目的地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数量指标的交乘项，实证结果如表 ９ 中

第（３）和第（４） 列所示。 人才政策与出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交乘项对创新投

入、创新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

着人才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联动作用，共同促进出口企业创新效应［３０］。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聚焦中国出口企业，在考虑其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延迟响应的情况下，引入人才政策调节变

量，剖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人才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

的初期，出口企业创新投入显著下降，企业前期研发红利帮助企业持续赢得市场优势，对创新数量和

创新质量影响较小。 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出口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质量、创新数量呈

现下降趋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出口企业创新行为，出口企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

响应存在滞后性。 （２）人才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存在促进作用，人才政策显著弱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对创新投入和创新数量所带来的负向作用。 （３）异质性分析表明，人才政策对出口目的地为中低收

入国家的企业、中小型规模出口企业、非国有出口企业的调节作用更显著。 （４）人才政策与出口企业

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数量整体上呈现倒“Ｕ”型的关系，人才政策处于高力度下的调节效果显著，人才政

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联动作用。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１）政府应加大对出口企业人才政策的支持力度。 人才政策鼓励企业引进

高端人才，进行突破技术前沿的创新，从而打造具有抗风险能力、创新意识和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企业，
开创国内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１］。 （２）人才政策应该向中小规模、非国有、目的地为中

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企业倾斜，重视经营良好、信誉高、人才集聚、创新能力强的出口企业政策支持，扩
大政策支持范围，放低政策适用门槛，高效发挥人才政策对出口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６］。 （３）中国应

积极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双边与多边贸易关系，为中国外向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更为稳定的外部营商环

境［３１ ３２］。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加强与贸易伙伴的信息共享，降低贸易政策波动风险，优化对外

贸易和投资布局，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新体制。 （４）加强人才政策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服务意识，
更好地发挥人才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联动作用。 各省市依托差异化资源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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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优势与区位优势，结合不同经济圈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进行人才制度革新，形成各有侧重、各具

特色的人才政策发展格局，引导创新资源合理集聚和流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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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ａｒｉｆｆ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ｓｈａ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ｌｉｓｔ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 ｔａｌ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ＰＵ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ｓ ＴＰ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ｒｉｓｅ， ｉ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２） Ａ ｔａｌ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ｎ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 ｔａｌ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ＰＵ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 ｔａｌ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ｒａｄ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ａｙ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ａｌ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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